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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显

示我国工业集聚、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且自相关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工业集聚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会导致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但

是对临近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负。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少本地环境污染排放增加，但是临近

地区环境规制程度提高导致本地污染排放增加。同时，临近地区污染排放量也是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的重要影响因

素。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优化工业集聚质量，健全工业集聚区绿色协调发展机制，构建更为严厉和科

学的环境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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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工业集聚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工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一方面会增

加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负环境外部性)，另一方面工业集聚又会通过环境治理规模效应、环境治理技术外

溢、产业共生等正环境外部性而减少污染排放，这两种不同的环境效应导致了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复杂性。由于环境问

题往往具有“负外部性”和“公共产业”的性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不断提高的环境目标，各种环境规制措施应运而

生并不断升级。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直接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一个地区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则会使该地区企

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将会重新考虑他们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即环境规制程度直接影响企业的区位选

择，进而影响区域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并间接影响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的污染排放。因此，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

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产生何种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何种空间溢出效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研究结论存在 3 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业

集聚会加剧环境污染。一方面是由于工业集聚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而引致的污染排放增加，另一方面是各个地区，特别是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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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为了吸引资金流入，根据“向底线赛跑”假说，降低环境标准，沦为“污染天堂”[1-3]。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集聚能够改

善环境污染状况。其主要原因是工业集聚引致的污染治理规模效应、技术创新和溢出效应，促进企业采用更多环保生产技术降

低环境污染程度
[4-6]

。显然，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取决于其正负作用的综合效果，因此，一些研究发现二者关系具有不确

定性或者非线性。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取决于集聚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市场化水平、集聚规模、fdi、产业结构、技术

创新等中介变量[7-9]。 

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研究同样存在着研究结论的多样性。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区的环境

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0-11]，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不能减少环境污染，反而会增加污染排放，形成“绿色悖

论”[12-13]。因此，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环境污染效应影响具有复杂性。由于环境规制不仅影响其本地区工业集聚环境污染效应，

同时，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程度变化也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工业集聚、环境污染。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环境污

染影响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从空间溢出效应出发，研究环境规制约束、引导下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空间溢出效应。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变量 

2.1 计量模型构建 

2.1.1 一般计量模型 

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受到多元因素的共同影响。从理论上来说，除了受到工业集聚、环境规制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

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 Copeland&Taylor[4]、谢荣辉和原毅军[14]和 Liu等[15]研究模型

构建思路，构建一般的计量模型(1)： 

 

式中：下标 i代表地区，下标 t代表不同的时期，p代表污染排放量，ag代表工业集聚水平，envr 代表环境规制水平，pgdp

代表综合经济发展水平，rd 和 fdi 分别代表自主研发和外商直接投资，εit为随机误差项。在模型(1)中，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

的平方项，以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效应。 

2.1.2 空间计量模型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临近的地理现象普遍存在空间关联)，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不仅会引起本地区的环境污染，而且可能

通过一定的作用机制影响临近地区的环境规制、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问题。工业集聚区环境污染与周边工业集聚区密切相关，

且相邻工业集聚区之间环境污染存在交叉影响，相邻工业集聚区间的环境质量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因此，不

考虑空间效应的一般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基于此，本文将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Anselin 等
[16]
指出当观测个体之间存在空间上相互依存关系时，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包含空间滞后变量或者空间误差项服从空

间自回归过程。若包含空间滞后变量，则构成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若误差项服从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构

成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LeSage&Pace[17]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空间滞后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空间面板

数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18]。因此，空间计量分析中，面板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3 种模型形式。3种形式空间面板模型的选择过程为：先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构建

Wald 统计量和LR统计量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者空间误差模型。若原假设 和 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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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则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若原假设 不能被拒绝，则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若原假设 不能被拒绝，

则选择空间误差模型[19]，因此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2)： 

 

式中：W为以地理距离倒数衡量的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污染排放(p)，环境污染排放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等方面，从现有的研究来

看，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指标来衡量综合污染排放程度。现有的研究要么采用某单一污染物排放指标来度量污染排放，要么运

用多种环境污染排放指标构建综合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由于不同污染排放物之间的不可加总性以及权重确定的困难性，导致

综合指标的可信度下降。因此，本文采用单一污染物排放指标来度量环境污染排放。当前，我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

国家，且二氧化硫也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分。从数据可得性来看，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统计数据相对完整，且具有更高

的可靠性[20]。基于以上分析，借鉴盛斌和吕越[21]、杨仁发[20]、朱英明等[3]的做法，本文使用工业 SO2排放总量作为环境污染排放

衡量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工业集聚程度(ag)和环境规制程度(envr)。衡量工业集聚程度(ag)的指标通常有

空间基尼系数、HHI指数、区位熵指数、经济活动分布密度等指标。由于本文以我国 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数

据可获得性的考虑，在借鉴 Ciccone & Hall[22]、张可和汪东方[2]、邵帅等[23]研究做法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工业密度(ag)，即单

位地理面积上工业总产出来衡量工业集聚程度。经济活动分布密度，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活动量能够有效衡量经济活动的

集聚程度[22]，还能够规避因地理面积差而产生的空间偏倚[24]。同时，选择工业产值区位熵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 

环境规制(envr)属于政策制度，没有直接指标反映环境规制强度，已有的文献采用不同的替代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本文借鉴孙建和柴泽阳[13]的做法，在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选取工业 SO2去除率来衡量。工业 SO2去除率越

高，说明环境规制的效果越好，即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pgdp)、科技研发水平(rd)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选用人均实际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实际 GDP 越高，说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实际金额来衡量科技研发投

入(rd)水平，科学技术支出越高，说明一个地区的科技研发投入水平越高。选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 

本部分选取 2003—2016年中国28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和各城市环境统计公报。所有货币量均以 2003年为基期，按照历年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调整为实际可比价格。对于个别缺失

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表 1报告了2003—2016年样本变量处理后描述统计量。 

表 1 2003—2016 年样本变量的描述统计量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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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吨 3990 58552 59125 0.47 683162 

ag 万元/平方千米 3990 2118 5130 1.76 82329 

envr % 3990 44 28 0.006 100 

pgdp 元/人 3990 22336 17906 73.88 288734 

rd 万元 3990 28333 118944 0.11 2430868 

fdi 万元 3990 317155 777094 10 12334523 

 

2.3 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检验探测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非随机性或空间自相关性，主要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空间自相关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区域形成的整体空间，研究空间数据在整个研究区域内表现出来的空间相关程度，反映整个

研究区域的空间分布模式。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常用全局Moran’sI 统计量来测度。全局 Moran’sI 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代表全局 Moran’sI 相关性指数；n表示研究区域所包含的地区(城市)总数；xi和 xj分别表示 i地区和 j地区的相

关观测值；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表示不同地区观测值的平均值。一般情况下，全局Moran’sI指数在-1和1之间。若Moran’sI

大于 0，表示各地区观测值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即区域内各地区之间具有趋同性；若

Moran’sI 小于 0，则表示各地区相关观测值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接近-1，说明空间负相关性越强，即区域内各地区

之间差异越大；若 Moran’sI 指数值为 0，则表示各地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即各地区观测值具有空间随机性。 

表 2报告了 2003—2016年中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排放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值。结果显示，2003—2016年中

国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排放的全局 Moran’sI指数值均大于 0，P值小于0.01，说明中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排放均存在显著的

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的 Moran’sI 指数值大于 0，且自 2006 年起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也存在显著的空

间正相关性。从全局 Moran’sI 值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排放的 Moran’sI 值均呈现出不

断提高的趋势，说明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自相关性在不断增强。说明不同城市之间的工业集聚水平、

污染排放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不是随机分布的，存在正向空间相关关系。相邻城市之间在产业发展、污染排放和政策选择上均

存在示范效应，因此实证研究中应该考虑相关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表 2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排放 Moran’sI 指数 

年份 

工业集聚 环境规制 环境污染排放 

Moran’sI Moran’sI Moran’sI 

2003 0.192*** 0.026* 0.092*** 

2004 0.197
***
 0.014 0.0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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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0.189*** 0.009 0.088*** 

2006 0.191*** 0.042*** 0.082*** 

2007 0.203*** 0.058*** 0.066*** 

2008 0.206*** 0.098*** 0.072*** 

2009 0.222*** 0.072*** 0.068*** 

2010 0.228*** 0.091*** 0.070*** 

2011 0.222*** 0.042*** 0.120*** 

2012 0.222*** 0.066*** 0.137*** 

2013 0.223*** 0.058*** 0.137*** 

2014 0.223
***
 0.094

***
 0.140

***
 

2015 0.235
***
 0.105

***
 0.080

***
 

2016 0.236*** 0.150*** 0.164*** 

 

全局 Moran’sI 指数已经判定出我国 285 个地级市的工业集聚、绩效型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排放总体呈现出空间正相关关

系，但却不能具体判定各个地区的空间集聚类型。因此本文进一步运用 LISA集聚地图来对其局域相关性进行解析。 

我国 2003—2016 年工业集聚的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变化不大，其中，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

海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依靠优良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后优先发展的政策优势，不断吸引着中西部地区

的资源、要素在此集聚，在累积循环作用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所以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

区。而工业集聚低低(LL)集聚区主要分布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整体工业集聚程度不高，大部分地区处于低工

业集聚区。整体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工业集聚高—高区域和工业集聚低—低区域，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工业集聚存在

空间正相关。 

2003 年我国环境规制处于高高区域或者低低区域的城市较少，大部分城市处于空间相关性不显著的区域，也进一步印证了

全局空间自相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结论。但是 2016年，我国环境规制的空间自相关性已经非常明显。2016年我国环境规制

的高高区域主要集中在辽宁、山西、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地区，而低低区域主要位于甘肃、云南、黑龙江等地区，

说明我国环境规制已经形成了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 

我国环境污染排放高高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山东、贵州等省份。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以重工

业、资源型行业为主，因此，导致这些地区属于环境污染排放高高集聚区。而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江西、福

建、湖北等地。2003—2016 年，更多的城市处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说明我国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加强。 

全局 Moran’sI 和局部 LISA集聚图显示我国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排放均呈现空间正相关，因此实证研究中有必

要考虑其空间相关性。为了能够检验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将利用空间计量

模型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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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为了确定具体采取哪种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本文首先建立空间杜宾模型(2)，并通过 Wald 检验和

LR检验确定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者空间误差模型。表 3汇报了模型(2)的时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

模型估计结果、按照 Lee&Yu[25]的转换估计法纠偏后的估计结果、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

3种模型的结果发现，纠偏后时间空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系数仅有微弱改变，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

平没有变化。利用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与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及渐近协方差矩阵可

构建 Hausman 检验统计量，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Hausman 检验统计量在 1%的显著水平拒绝了空间随机效应的原假

设，说明双向固定空间杜宾模型更适合本研究。空间滞后模型的 Wald 统计量和 LR 统计量值也均在 1%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说

明不能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 Wald 统计量和 LR 统计量值也都拒绝原假设，说明也不能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因

此空间杜宾模型最适合本研究数据，本文选择双向固定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3包含空间和时间特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 

变量 
空间和时间 

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和时间 

固定效应模型纠偏估计 

空间随机和时间 

固定效应模型纠偏估计 

β1 0.380***(12.134) 0.380***(11.693) 0.387***(13.455) 

β2 -0.123***(-13.624) -0.123***(-13.129) -0.118***(12.724) 

β31 1.299
***
(5.543) 1.299

***
(5.342) 1.233

***
(5.141) 

β32 -0.076***(-5.865) -0.076***(-5.652) -0.070***(-5.327) 

β4 -0.067***(-4.549) -0.067***(-4.387) -0.052***(-3.440) 

β5 -0.009(-1.403) -0.009(-1.352) -0.004(-0.612) 

ρ 0.638***(10.837) 0.639***(10.833) 0.674***(12.433) 

α1 -1.217***(-4.375) -1.217***(-4.216) -0.706***(-3.392) 

α2 0.191**(2.067) 0.191**(1.992) 0.267***(2.834) 

α31 -4.288
**
(-2.217) -4.288

**
(-2.136) -5.587

***
(-2.904) 

α32 0.283***(2.786) 0.283***(2.684) 0.334***(3.285) 

α4 -0.145(-1.807) -0.145(-1.422) -0.239**(-2.441) 

α5 -0.189***(-3.279) -0.189***(-3.160) -0.153***(-2.765) 

σ2 0.194 0.209 0.209 

R2 0.850 0.850 0.832 

Corr2 0.094 0.094 0.124 

logL -2396.849 -2396.849 -1029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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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test(SLM) 69.716*** 64.742*** 67.980*** 

LRtest(SLM) 69.169*** 69.168*** NA 

Waldtest(SEM) 53.881*** 50.123*** 48.285*** 

LRtest(SEM) 54.339*** 54.342*** NA 

Hausman 统计检验 92.5851*** 

 

模型(2)的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纠偏估计结果显示，某一空间单元的环境污染排放不仅受本空间单元解释变量如工业

集聚水平、环境规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受到相邻空间单元环境污染排放和解释变量的

影响。环境污染排放空间滞后项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 ρ=0.6385，且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不同城市之间

环境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外溢性。也就是说，临近城市的环境污染排放会显著影响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临近

地区的污染排放量高，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量也就高，不同城市间的环境污染排放在空间上具有较明显的趋同示范效应。在

这种情况下，相邻城市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会采取相互模仿的环境治理政策和环境行为，环境污染行为产生“局域俱乐部集团”

现象[26]。 

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显著。本地区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 0.3798，并且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的确会导致其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对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1.2170，说明

其他地区的工业集聚提升会引起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的下降。主要原因是随着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该地区受到工

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及人才共享效应等影响，对周边地区工业产生“虹吸效应”。即集聚区域的集聚优势对

周边临近地区的资源、要素产业产生吸引力，其临近地区的工业集聚减少，同时，其污染排放也在不断减少，即工业集聚的环

境污染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则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显著。本地区的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0.1229，且在 1%水平下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能够直接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其临近地区的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

影响系数为 0.1906，且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临近地区环境规制程度提高，会导致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其主

要原因是随着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程度提高，企业为了达到环境规制要求需要减少排污，但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污染治理

需要投入成本较高，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污染密集型企业会倾向于转移到周边地区社会环境认知度较低的区域，因此，本地

区的环境规制程度提高导致本地区污染排放减少。而当临近地区的环境规制程度提高时，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地区，

进而导致本地区的污染排放增加。 

除了工业集聚和环境规制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外，论文还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控制变量。从

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如下。 

本地区人均 GDP 和临近地区人均 GDP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但是其平方项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均为负，

说明人均 GDP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环境污染排放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

型趋势，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工业水平也跟着提高，进而导致其污染排放增加，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一方面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对环境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污染发展到一定程度，污染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凸显，

二者均会促使政府、企业采用更环保的技术，污染排放开始减少。临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的污染影响同样遵循 Kuznets

曲线。即临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先导致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增加，然后下降。即一个地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也会带动本地区经济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环境污染排放的增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更加

注重环境问题，会采取更加环保的技术，环境污染排放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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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rd)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本地区的技术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会引起环境污染排放的下降。临近

地区的研发投入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也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地区 fdi 对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

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一个地区的 fdi 对其环境污染排放影响不大，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外商直接

投资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例不大，另一方面说明本地区在引进 fdi 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其环境污染性，避免引入高污染的产业。

临近地区的 fdi 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 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临近地区的 fdi 增加可以降低本

地区的环境污染。说明 fdi具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和吸附作用，由于临近地区引进 fdi，使得本地区相关产业跟随 fdi 迁出，导致

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减少。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

我国环境污染存在着正空间自相关性，且其自相关性逐步提高。即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不仅受本地区的工业集聚、环境规

制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其周边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说明环境污染行为产生“局域俱乐部集团”现象。因此，地方政府

在治理环境污染时，要采取区域联合治理的治理模式。第二，工业集聚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会导

致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说明我国工业集聚带来的环境污染负效应大于其环境治理正效应。但是临近地区工业集聚

程度的提高，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工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享有工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共享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等优势，导致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到工业集聚区，周边地区因产业转出致使环境污染排放减少。第三，环境规制

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的确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排放水平。但是临近地区环境规

制水平提高却提高了本地的环境污染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工业集聚质量。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工业集聚是造成我国环境

污染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各个地区要根据其自身经济基础和资源优势，严格筛选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投资类型，合

理设置产业结构，重视工业集聚区内低污染企业的引进和发展，推动集聚区内产业从高污染排放向低污染排放转变。提升工业

集聚区内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水平和治污技术水平，促进工业集聚区内技术的共享，降低企业生产污染排放。发挥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和技术进步对改善环境污染的积极作用，从源头控制工业集聚带来的环境污染效应。第二，健全工业集聚区绿色协调发

展机制。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这就要求政府应更加重视邻近省份间工业集聚绿色发展的协同与合作。相关部

门应该进一步推进区域污染联合防治的步伐，建立区域环境污染防治协调机制，编制区域环境污染防治统一规划，制定环境联

合防控的具体措施，如环境质量跨区联合检测、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共享、区域联合预警联合应急响应等。第三，构建更为严厉

和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处理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本地

环境污染水平，但是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却增加了本地污染排放，说明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的确带来了污染

产业的转出，因此，一个地区在设定环境规制水平时，要充分考虑其对污染排放和经济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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